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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
＊

于宏源　李坤海＊＊

内容提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
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
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
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
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
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
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
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
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
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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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基础上的世界。由于粮食和农
业资源的地缘分布不均，且伴随全球城市化进程和中产阶级增长，粮食资源的
竞争性逐渐突出，并导致粮食危机的周期性爆发。① 从《罗马俱乐部报告》到拉
吉·帕特尔（Ｒａｊ　Ｐａｔｅｌ）的《粮食战争》、威廉·恩道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ｎｄｏｒ）的《粮食
危机》，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２００８年粮食危
机期间，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就曾把粮
食安全冲击列为仅次于美国次贷风暴的全球安全风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指出：“在粮食危机面前，我们还面临领导全球的挑战。”②２０２０年以来，蝗虫灾
害、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粮食供应量出现连锁危机，粮食安全议
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③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国际农业发展基金（ＩＦ－
Ａ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ＷＦＰ）、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共同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全球有近

６．９亿人处于粮食短缺状态，占世界总人口８．９％，也门等西亚地区和部分非
洲地区处于严重的粮食安全风险中，④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预计，１．４２亿人将
在２０２１年陷入更严重的粮食危机中。⑤ 在第６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ＩＰＣＣ）报告关于全球温升加速的地球系统失衡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
将继续成为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并需要全球方案解决。

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研究主要集中以下视角：其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问题的客体研究。查尔
斯特大学（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ｕ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研究员伊萨·阿姆·尤努萨（Ｉｓａ　ＡＭ　Ｙｕ－
ｎｕｓａ）等人从供给侧（水资源、耕地面积、科研投入）与需求侧（人口）的二分法
因素探讨了多种因素对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影响效果；⑥其二，关于全球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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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治理主体研究，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恩道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Ｅｎｇｄａｈｌ）

在《粮食危机》中从地缘政治入手，指出美国通过大型国际金融公司及食品企
业来推动获取丰富利润；①其三，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路径研究。英国考文
垂大学（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高级研究员迈克·蒂尔泽（Ｍａｒｋ　Ｔｉｌｚｅｙ）在“粮食
主权”传统发展理念上，进一步提出了“粮食生计主权”（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ｔｙ），试图以“发展权”作为国家决策中心回归的国际依据。② 科克大学（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ｒｋ）讲师尼尔·杜根（Ｎｉａｌｌ　Ｄｕｇｇａｎ）等探讨了“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在重塑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关键角色与功能。③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美国身份角色、霸权国和粮食寡头治理、④联合国粮食
治理的结构与作用探讨，⑤最新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疫情对粮食安全影响分析。⑥

然而，从整体来看，鲜有研究从宏观视角进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分析，

全球治理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而直接针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机制的文章相对缺乏。特别是随着疫情时代背景下多次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
系受到冲击、世界贸易组织作为重要的粮食贸易平台也面临改革转型，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机制认知有待加深。

回顾数次粮食历史危机来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竞
争、合作或协同的安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其治理要素的复杂性，曾引
起世界银行代表的“乐观派”和莱斯特·布朗（Ｌｅｓｔｅｒ　Ｂｒｏｗｎ）代表的 “悲观派”

的持续论战。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粮食供应危机催生了粮食贸易剩余处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面临粮食技术进步与粮食需求脱嵌形势，推动了粮食技术转
让。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及２００８年的粮食危机中，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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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机制波动导火线，粮食金融也成为重点监管领域。① 当前面临的情况
是以上粮食安全各要素的积聚并交织，在特殊和极端情况下，若出现全球治理
的赤字，则难以保证粮食的供应、获得、利用、稳定。面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
复杂困局，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粮
食安全韧性角度出发，分析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供需端及其存在的矛盾，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全球粮食安全韧性中的需求张力

随着国际社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人口、贸易投资和
技术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粮食安全”已然从发展问题演变成一个集经济、
社会、政治于一身的复杂、有争议和政治负载的术语。② 粮食安全内涵呈现扩
大化发展趋势，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和多层性特征。③ 粮食安全问
题复杂性使地缘竞争更加激烈，部分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形成的国际压制，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应。
第一，粮食安全维度扩展趋势下的综合治理需求。粮食安全的系统效应

增强，需要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从单一转向综合安全维度。就粮食安全维度类
型化划分而言，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主导的四分法是当前较为全面且国际认
可度较高的划分标准。④ 该方法将粮食安全维度细化为粮食供应、粮食可获
取、粮食利用与粮食稳定性四个层次。⑤ 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主导构建的粮食
安全维度来看，主要包含粮食供应总量、粮食贸易交通、人口等传统意义上的
安全要素。在该划分体系外，除传统安全维度发展外，也包括一些新的安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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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ｐｐ．３８３－３８６．

张蛟龙：《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０７—１２９、１５５—
１５６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安全指标》，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ｓｓ／ｅｓｓ－ｆｓ／ｅｓｓ－ｆａｄａｔａ／
ｅｎ／＃．Ｘ３ＭＮｙｎＨｙＶＰｕ，２０２０－０９－２０。

从“粮食供应”细化指标来看，主要指粮食的适足性，即在供给侧加大粮食供应量。粮食供应作为四
大支柱的基础，一直是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粮食总量的自然禀赋、粮食生产充足率一直在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粮食获取安全保障主要与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相关，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将铁路
与公路的密度和粮食安全直接挂钩，说明粮食流转是粮食获取中的关键要素。粮食利用中观安全层度被细
化为与粮食利用能力有关变量与粮食利用失衡结果，前者主要涉及水与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与粮食安全。
粮食稳定性安全影响因素集中于各种突击风险，例如政权更迭、恐怖主义、粮价波动。



度外溢，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粮食贸易安全。当前粮食贸易安全更多受到公共事件与大国政治博弈干
扰。根据世贸组织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所发布的报告，为应对２０２０新冠疫情带
来的粮食贸易链中断，已有多达８０个国家实行出口禁令和限制。例如，罗马
尼亚紧急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在紧急状态下禁止向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售谷物；

疫情暴发初期，越南在《至２０２０年国家粮食安全》提案的有关会议上，多次强
调采取粮食出口限制以应对恶化的疫情局势；阿根廷提议将生大豆、豆粕和豆
油的出口税率从目前的３０％提高到３３％。在发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之
际，为满足国内粮食内需，一些国家基于粮食主权的出口管制措施具有正当
性，①但也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链不稳定性更加凸显。

粮食生态安全。气候变化依然是较为重要的传统要素。高温和降雨不足
会通过减少生育期的长度来降低谷物产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全球一
些地方在不可持续地使用土地，如果持续下去，至２０５０年，全球将有８．４９亿公
顷的土地退化，接近巴西的国土面积。此外，在农业集约化学产品等影响下，

土地生产环境面临巨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② 在大量使用化肥的情况下，环境
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往往超过农业增产带来的经济价值。如果在未添加有机
物的前提下使用无机肥料，土壤的结构和生物功能就可能被削弱，进而导致土
地退化。③ 国际粮食合作必须建立在有关土地使用、生物燃料生产、环境保护
等多重价值选择基础上。④

粮食金融安全。粮价的预期性波动是粮食安全金融化产物。⑤ 随着粮食
产业不断融入外汇、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粮食的金融化属性也越发突出。

以小麦期货价格为例，受疫情影响，出现过预期上涨场面。⑥ 粮价与美元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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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０２年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峰会和 ＮＧＯ／ＳＣＯ粮食主权论坛上，粮食主权概念被定义为：国
家及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去制定自己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粮食政策。

Ｍｉｇｕｅｌ　Ｆ．Ａｃｅｖｅｄｏ，“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１５１－１７１．

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采用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３／ｃａ５６０２ｅｎ／ｃａ５６０２ｅｎ．ｐｄｆ，２０２１－０５－１８。

ＪｏｓéＣ．Ｅｓｃｏｂａｒ，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６－７，２００９，ｐｐ．１２７５－１２８７．

粮食的金融化实质上指粮食的美元化。作为流通度最大的货币，美元对各类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起到关键作用。对冲基金、指数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在农业大宗商品市场的涌入，被认为是短期内基本主
食恶性通货膨胀背后的关键力量之一。

以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为现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的１２月软红冬小麦期约比一周前上涨３３
美分，报收５７５美分／蒲式耳。新浪财经：《疫情第二波来袭！全球粮食再陷阴霾》，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ｍｏｎｅｙ／ｆｕｔｕｒｅ／ａｇｒｉ／２０２０－０９－２３／ｄｏｃ－ｉｉｖｈｕｉｐｐ５９１４８４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２－１０－０１。



密切联系，而美元又易受石油供需影响。２０２０年，油价进入历史低谷，对生物
燃料产生了巨大的下行压力，而生物燃料是糖和植物油市场的重要需求来源。
价格波动可能使弱势群体陷入贫困和饥饿。价格波动与价格水平的相互作用
也会影响到福利和粮食安全。价格越高，价格波动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就越
大，生产者反之。①

粮食安全技术与知识。粮食生产、品种改良、运输等关键环节都离不开技
术的支撑，但由于技术往往集中于部分发达国家，事实上脱离了“技术中立”，
造成了粮食技术垄断。加上动植物遗传基因、种子生产逐渐被允许申请专利，
粮食专利垄断与粮食技术霸权双轨并进。相应地，粮食安全与技术政治、知识
政治关联性提升。
第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粮食安全治理的多边主义需求。尽管出现“逆全

球化”趋势，单就经济维度的全球产业链而言，全球资源市场的地位仍不可动
摇，没有任何国家发展资源产业能离开全球资源产业链，即便是强势的西方发
达国家也不例外。② 作为重要的资源类型，粮食经济产业链更是如此。首先，
各国家粮食生产的自然禀赋不尽相同，在粮食生产、运输等方面具有各自的比
较优势，可以实现全球优势互补。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希望通
过多边主义重塑粮食治理体系。粮食安全转型与国家发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正相关关系。发展中国家依然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印度等人口大国可能依靠
市场供需结构溢出新的粮食安全话语。因此，对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粮
食安全全球化治理需求依然高涨。此外，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施
行以“美国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方式解决国内社
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美国“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扭转了自由、
低关税的世界贸易体系，③给粮食贸易带来了重大挑战，也证明了极端的单边
主义不利于粮食安全治理需求。跨国安全治理机制范式是解决非传统安全的
重要范式选择，而实现多边主义的统一化治理更是努力目标。在多边主义机
制下，能更好地实现粮食安全利益普惠共享、达成普遍适用的粮食贸易规则，

减少因国别壁垒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
第三，构建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制度需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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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价格波动与粮食安全》，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３／ｍｂ７３７ｅ／
ｍｂ７３７ｅ．ｐｄｆ，２０２１－０５－１８。

于宏源：《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欧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７—８、
１０２—１２２页。

顾善松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变化：问题与对策》，《世界农业》２０２１年第１
期，第１１—１９、３７页。



粮食贸易链深化的同时，不同主体粮食安全价值链需求也在逐渐发展，包容
性、公平性逐渐被融入全球粮食安全内涵。对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国家权
力。建立在资源禀赋上的粮食安全在不同地缘上衍生出有差异的敏感性和脆
弱性，而这种异化的粮食安全结构决定了粮食充裕的国家总是拥有更大的权
力。① 权力边界的肆意扩张可能干扰其他国家享有的粮食安全利益，需要构建
国家间公平的粮食贸易秩序。此外，粮食人权观的发展也推动了粮食安全治
理制度应该更加注重公平价值。对个人而言，粮食安全主要体现为个人人权。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于１９７４年在罗马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大
会通过了《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安全的国际约定》两
个文件，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权出发，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
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粮食”。阿马蒂亚·森（Ｓｅｎ　Ａｍａｒ－
ｔｙａ）在《贫困与饥荒》一文中也强调了粮食安全个人权利，获得权是最基本的粮
食人权。② 粮食权最早是从生存与发展的个人权利维度进行伸张，如《世界粮
食安全罗马宣言》中指出：“每个人获得富有安全和富有营养的权利。”随着第
三代集体人权概念提出，粮食权被认为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权利，发展为个人
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此次疫情危机的隔离对粮食产业影响更大。基于互
联网技术的服务业至少可以通过异地化办公实现，但对于劳动密集型粮食生
产而言，跨国工人的限制性流动将导致生产力缺失。③ 从结果来看，这或许进
一步深化了粮食安全格局的不平等，成为此次疫情中推动“粮食普惠”路上的
“绊脚石”。④ 危机下的食品治理系统面临的复杂挑战，再次凸显个人健康与营
养问题重要性，需要采取措施以满足更公平和包容的治理需求。⑤ 国际制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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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余丽、王高阳：《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
期，第５—７页。

Ｓｅｎ　Ａｍａｒｔｙａ，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
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龚思量：《疫情下的跨国劳工—回乡、失业、隔离与劳动》，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ｏｒｇ．ｃ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ａ８７ｐｕｒ４０，２０２０－０５－２８。

由于无法从罗马利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获得数万名移民工人，种植工作难以继续，农业部门面临巨
大压力。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监测报告第二版：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和劳动世界》来看，８１％的全球劳动力
遭波及：在全球３３亿劳动人口中，有超过８１％的劳动人口（２８亿）目前受到工作场所全部或部分关闭的影
响。最新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全球劳动收入在２０２０年前三个季度
下降了１０．７％，即３．５万亿美元。该数字不包括政府采取措施提供的收入支持。降幅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国
家，其劳动收入下降１５．１％；美洲地区受影响最大，下降１２．１％。ＩＬＯ，“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ｇ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２１：Ｗａ－
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ｗｃｍｓｐ５／ｇｒｏｕ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ｄｇｒｅ－
ｐｏｒｔｓ／－－－ｄｃｏｍｍ／－－－ｐｕｂ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ｃｍｓ＿７６２５３４．ｐｄｆ，２０２０－１０－０６．

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粮食安全与营养：建立到２０３０年的全球策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
ｏｒｇ／３／ｃａ９７３１ｅｎ／ｃａ９７３１ｅｎ．ｐｄｆ，２０２１－０５－１７。



为规则型治理工具，规定行为者在特定的范围下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①通过合法性、公平民主的粮食安全治理规则可以最
大范围内促进粮食安全治理秩序运行。但同时，国际制度的阶级性、国际关系
中的权力因素和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考虑说明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方面的作

用是有局限性的。② 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达成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博弈过程，且
需随着粮食安全问题发展而更新制度规则以实现粮食安全公平与正义的最

大化。

第四，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在缺乏中央政
府的国际社会，“国际领导”并不总是与“霸权”相联系。相反，在复杂的问题领
域，具有国际权威的领导力往往能扭转集体行动困境。从早期粮食贸易历史
来看，大国推动了粮食贸易链的产生，但主要受少数资本大国国家利益的绝对
主导。首先，体现为以英国为核心的粮食制度。英国开始将其大部分粮食生
产外包，鼓励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殖民地将土地大规模转变为小麦
和肉类产地。以英国为中心的粮食制度，其基础是一个互补的、逐步取代的国
内农业部门和殖民地分工，涉及全球热带作物的制成品交换。其次，体现为以
美国为核心的粮食制度。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粮食制度下，剩余粮食的流动路
径发生改变，主要从美国转移到冷战时期的后殖民国家，目的是为了解决战后
国内粮食生产过剩困境。③ 同时，为了削弱苏联粮食贸易“石油—外汇—粮食”

这一脆弱链，里根政府实施了所谓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迫使沙特猛然将产
量提高了一倍多，这导致了国际油价大跌。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苏联不
得不向西方求援以获得粮食援助和贷款，以至于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满足西方
的附加条件。冷战结束后，作为最有国际领导力的国家，美国并未将粮食安全
治理推向普惠国际历程，基本是为其粮食霸权服务。美国掀起的生物燃料计
划对实现能源安全贡献并不显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尚未厘清，但对粮食安
全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当下，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粮食安全国际领导力陷入
混沌局面。美国从推崇自由主义向国家单边主义回归，忙于国内政治选举及
选举后的制度构建。欧盟也经历英国脱欧、债务危机、疫情复苏等内外部冲击
而自顾不暇。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建设发展时期，较难形成绝对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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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有效领导力机制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议题或被搁置或陷入僵局。粮
食安全治理机制发展仍不成熟，需要各国通过政治谈判、规范制定等继续保障
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有序进行，而这一切的逻辑前提是需要有效的领导力凝聚
力量，推动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向前发展。

二、全球粮食安全的治理机制供给

粮食安全韧性的国际性催生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而粮食安全治理需求
是多元的，离不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制度供给。全球治理机制是在全
球治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规制和治理效果等
要素的整体治理结构。它不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结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① 同样，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经过政治谈判、实践发展推动形成了系
列治理机制，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目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以下
问题：

第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问题领域平台碎片化与分散化，各自为政，缺乏
综合协调合作的治理机制。在粮食安全议题领域中，大量国际制度形成了“机
制复合体”。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以及人权理事会侧重于管辖和处理侵犯粮食权的行为，特别是为侵犯粮食权
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声誉进行道德声讨。③ 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助农业和农村发展项目及粮食进口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调整贷款政策，促进发展中国家获
得更多的贷款，以应对债务危机。从应对疫情下的粮食危机来看，由于缺乏公
共事件的应急机制，联合国体制下的粮食安全专门组织或机构显得应对不足，

而作为非专门粮食安全管理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规制粮食出口管制方面却

发挥更大作用。当前，正在谈判的“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
发展”议题涉及渔业问题，将再次掀起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海洋法机构对海
洋渔业资源新规则制定。由于不同的组织平台处于不同的问题领域，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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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维度的弥散同时也造成了机构拥挤竞争下话语权争抢。① 例如，贸易组织与
人权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冲突最为典型。粮食安全兼具商品属性
与粮食人权属性，在执行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之后和多边农业贸易谈判多哈
回合初期，人权高专办发表了几份高度批评性的报告，称该协定对实现人权构
成威胁，声称粮食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粮食贫困，并带来
了不公平的粮食贸易竞争环境。② 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包容性的
机构负责处理跨部门和跨层次的粮食安全问题，导致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领
域平台话语权分散与撕裂，难以形成合力。
第二，粮食安全治理多边合作平台停滞不前，区域性粮食安全治理平台涌

现，在政治分歧、规则构建等方面阻碍相对较小。作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秩序
中的两个重要全球性平台，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ＣＦＳ）与世贸组织在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受到阻碍。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及其改革旨在
改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和协同作用、汇集知识和实地经验、改善沟通
和信息交流等。但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改革政策措施往往未能得到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结构中其他关键行为者的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粮食治理三架并行粮
食机构互相认同。③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作为少数全球性国际组织，从“乌拉
圭回合谈判”达成《农业协议》后，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试图在多哈回合中进一步
推进全球农业治理一体化进程。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发展中的独特性质，
更被视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内容。相反，与全球治理范式相比，粮食安全治
理区域向度正不断深化。东盟近些年致力于粮食安全合作，推动了《东盟一体
化粮食安全框架》《东盟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形成，丰富
了东盟组织的议程设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在“货物贸易”章节中规定
了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全面取消数量限制、优化市场准入条件等相关内容，进
一步促进了东盟国家发展粮食贸易便利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ＣＰＴＰＰ）《美加墨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都曾对农业敏感问题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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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三者并立，成为联合国层面粮食治理体系
重要结构。



并在关税减让、部门设置等达成部分共识。在最新的《美墨加协定》中，依然是
维持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零关税，设立专门的农业贸易委员会以及咨
询机构、技术工作组，来协调未来可能因国内政治原因、税则表调整等引发相
关产品税率变动所带来的问题。① 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相比，“美加墨”

等区域性联盟往往具有共同或一致的利益基础，可能基于相邻地缘的粮食运
输便利、类似的国内粮食补贴政策等，政治合作阻碍相对更小。

第三，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制度规则公平性存在失衡，“软法”与“硬法”并
存，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适用存在模糊性。为实现更大范围粮食安全国际法治，

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追求在敏感的农业领域有所作为，但就多哈回合开启２０年
进程看，农业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仅在《香港部长宣言》中就补贴问题取得
部分成果。其中，“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方在农业和“新加坡
议题”上的分歧。世界贸易组织发挥农业贸易治理功效有待于世界贸易组织
体制改革重塑。从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重点来看，主要集中于非市场经济
地位、透明度、上诉机构等问题，农业问题暂时被搁置。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规则体系来看，除了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农业协定》等条约形式表现的
“硬法”规则外，“软法”同样发挥一定治理作用。《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登
博斯宣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ＳＤＧｓ）、《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粮食安全治理重要文件，更多是倡
导一种动员激励机制，与一般国际条约或公约相比，在规则约束力上较弱，但
软治理所具备的制度弹性增强了国家的自主性。② 此外，粮食安全规则标准的
国别性或区域性差异衍生出公平失衡问题。例如，食品检疫标准作为贸易管
制措施之一，存在“高标准”与“低标准”差异。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与预警系
统（ＲＡＳＦＦ）会通报所有食品及相关产品不合格情况，产品不合格情况除了产
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外，标签不合格占比也是限制的重要考量。随着《肉类、软
体动物官方监管特殊要求》《非动物源性食品口岸临时强化监管》《动物源性食
品官方强化监管程序》等食品检查细化标准的出台，“高标准”的食品检疫使得
其他国家粮食出口间接受阻。相对而言，非洲、东南亚国家在检疫标准水平上
相对较弱，无疑造成粮食双向贸易中的非对称性。在提高检疫标准以应对疫
情的合法掩盖下，具有竞争关系的关联国家可能以粮食安全检疫壁垒为跳板
实现国际控制。同时，国际粮食规则存在一定模糊性与空缺，无法应对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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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典型例子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定性与粮食贸易管制存在脱钩。虽
然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一般例外条款、安全例外条款可以成为国家援引的正当
性条款，在《农业协定》中也有关于特殊情况下出口管制的规定，但是规则过于
模糊，导致条款滥用。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定性，是判断“紧急情况”“国家
安全”的重要考量，从实践来看，粮食出口贸易管制更多是出于主权需要，忽视
了必要性要素的考虑。

第四，深受权力结构变迁与主权回归双重影响，粮食安全有效大国领导力
贡献陷入“伪领导力”供给不足，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却成为国家在粮食安全治
理领导力实现的间接力量。冷战后，作为最具有实力领导国际秩序国家，美国
更多采取一种为自身服务的“伪领导力”推动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
极力推动自由化的贸易规则，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与规则发展，一方面，

对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的粮食贸易管制进行限制，降低他国的市场准入
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粮食产业链、加强对转基因粮种技术的控制来
达到控制粮食产业链的目的。美国政府利用其雄厚的财政实力，用粮食补贴
政策与欠发达国家进行博弈，从而有利于粮食寡头在不发达国家确立经济垄
断地位，同时，粮食寡头又为美国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发挥了急先锋作用。①

此外，非国家行为体跳出物质型权力②结构逐渐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全球
粮食网是公共和私人干预结构。③ 除正式国际组织参与粮食安全治理外，其他
非国家行为体也逐渐推动粮食安全治理进程。以四大粮商为代表的跨国企
业—美国企业ＡＤＭ、邦吉、嘉吉和法国企业路易达孚，较早构建了从“田间到
餐桌”的完整全产业链，即“农场—储存—运输—加工—分配—销售”，并发展
了双向延伸产业链、“全产业链＋核心业务”“粮食产业＋金融业”等多种治理
模式。④ 跨国粮食公司具有重大的粮食规制作用，包括扰乱粮食生产和分配进
程、以遗传和生产资源所有权占据国际市场优势，以及占据粮食安全标准制定
控制权等。⑤ 非政府组织、学术智库机构等民间社会行动者也是粮食安全治理

４９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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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伟、徐园园：《美国在世界粮价问题上的双层次博弈》，《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３２—
３７页。

从国际关系视角而言，权力的存在是国际权威的重要支撑。对于权力概念而言，从物质性权力绝对
性向相对性、多变性发展，制度权力、文化权力、象征性权力等丰富了权力概念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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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等：《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世界农业》２０２０年第８期，第２０—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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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重要驱动者。① 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协议谈判协
商中，涉及农产品相关谈判时，美国方面则主张“科学依据”原则倾向于扩大转
基因食品贸易范围，而欧洲社会倾向于“预防性原则”抵制转基因食品过多引
入，这阻碍了农产品贸易谈判进程。各国主流媒体在获取专业信息上及价值
偏好上也不尽相同，在媒体信息与公共舆情跨境流动加速时期，粮价波动也呈
现区域性特征，导致各盈利者进行跨境套利，损害公众利益。此外，不同非国
家行为主体间合作维度加强，以“粮农组织与非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为代表
的网络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兴起。②

三、全球粮食安全需求与机制供给差距对中国的冲击

从上述可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处于需求张力与机制供给的双重建构中，
在这种叠加过程中，各自为政的组织间竞争、南北粮食安全发展结构差异的政
治博弈、粮食安全国际标准领导力与话语权抢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中性
与非中性协调矛盾、以非国家行为体为跳板的间接干预等都在发挥作用。中
国粮食安全问题受到来自国内外双重方向的冲击，复杂的跨境运输渠道、对外
开放的粮食援助等要素都可能使本土或他国境内矛盾激化上升为全球粮食安

全问题。③

第一，从需求张力来看，粮食安全维度中的贸易、金融等要素都是重塑粮
食安全的关键要素，这些领域存在话语权被垄断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我国粮食
安全波动。随着粮食安全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我国粮食安全格局并不是单
一的自给自足自路径依赖。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粮食进
口数据显示，１—４月，我国粮食进口量５０７９．２万吨，同比大涨５７．８％。为维持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进出口平衡格局稳定，依靠国际粮食贸易供给调整国内粮
食种类、数量结构是重要的粮食安全战略安排，而国际重要贸易链的中断会扰
乱我国粮食进出口长期平衡。此外，粮食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的价格机制都
与美元有密切关系，即使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化的趋势下，美元的国际地位
依然不可撼动，依然需要我国深化参与粮食金融治理。在粮食供需的国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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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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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８—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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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高举“粮食主权、人权”旗帜的狭隘民族主义可能超过国际合法限度，需
要警惕单边主义国家绕开粮食“关税战”等直接限制，形成新轨道压制。大国
竞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摩擦因素，特别是中国在疫情中表现出良好的弹性治
理机制从另一方面挫伤了美国的国际自信与国际形象。在大国其他政治目的
影响下，主要出口国贸易限制措施更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会增加我国粮食市
场的不确定性。当前比较尖锐的中美贸易摩擦带给中国的粮食安全风险不可
忽视，短期内美国可能提高关税，加大外国购买本国商品的难度，并且可能干
预亚洲市场，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撕裂亚太区的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① 近
几年，美国利用单边贸易措施，对我国采取“３３７、３０１和２３２调查”，特别是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由此涉及的征税规模及产品范围不断扩大，给我国的粮
食贸易市场带来巨大挑战。随着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些国家试图援引世界贸
易组织多边规则和国家安全例外，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贸易歧视政策和贸
易限制措施。此外，基于正当性价值选择的措施缺乏合理的规则限度约束，过
多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粮食安全复原，且容易造成国家间报复。为缓解政治
博弈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需要继续保持国际粮食友好政治交往。

第二，从机制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的冲击。首先是国际制度
供给，中国国际身份转向要求我国实现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接受者到参与者
的转变，而新一轮规则制定也是对我国粮食安全治理政治外交谈判能力的考
验。虽然中国在２０世纪初期广泛参与国际问题治理领域，但考虑国际力量对
比，参与路径往往是接受规则而不是重新谈判规则。国际规则的谈判成本较
大，后续治理往往延续规则制定之初的框架。以中国入世为例，对中国附加的
入世清单、市场经济地位的特殊认定等都是时代妥协的产物，对中国粮食贸易
有所制约。同时，中国接受的现有规则中很多存在服务于少数国家利益的不
公平条款，如在补贴规则上，《农业协议》实行黄箱、绿箱、蓝箱三分法。② 实际
上，黄箱确立以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作为国内支持综合支持总量（ＡＭＳ）缩减的基
期，发达国家数值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绿箱实施成本较大，主要是发达国家
采用，所以补贴规则在适用上并不能“一视同仁”。倘若中国需要继续深化国
际化进程，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公平转型，需要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

６９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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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废除与新立，都需要我国参
与国际谈判落实。其次，从国际参与主体供给来看，作为机制供给的组成部
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力量与发达国家对比仍有差距，尽管
中国跨国企业、民间组织在参与粮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传播、融资等作用，但
国际影响力依然较弱。从多利益攸关方国际话语权对比来看，四大粮商为代
表的跨国企业有三家属于美国企业，母国可通过公司控制间接掌握重要的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话语权，特别是全球粮食安全供需结构以及定价权走向。中
国粮食安全多利益攸关方目前仅具有有限的功效，在舆情、援助上彰显了治理
弹性，但大型国际粮商的缺乏，使其无法在国际上形成有效的对抗主体。同
时，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粮食安全治理挑战与危险并存。相比有限数量的主权
国家，在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庞大粮食安全主体体系中，如何甄别出有效治理
主体，对构建合理有序的参与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中，主要大国领导力的积极一面往往被“粮食霸
权”话语淹没，陷入各自指责的循环困境。对粮食安全治理而言，在治理价值
选择上，坚持包容共享、共管共治的同时，也应看到部分大国的积极引领。全
球粮食安全整体格局依然处于弱化状态，治理主体间协调、治理规则的公平有
序安排、更大范围内的粮食安全维稳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具有国际权威的领
导者助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转型。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稳定的同
时，也看到了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对我国带来的多维冲击，需要谨慎谋划参与合
作路径，兼顾国内与国际粮食安全。

四、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建设的契机和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叠加冲击了粮食安全的治理韧性。推进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体系均衡发展并防范极端事件冲击关乎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地区秩序和大国合作的压舱石。对我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而言，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供需失衡除了给我国带来冲击外，也伴随机遇，我国也
具有助力粮食安全治理韧性提升的契机。

从需求再平衡角度来看，稳定的粮食产量既是中国能够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的底气，也是发展自身对外粮食产业链的基础。从我国近五年粮食产
量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总体粮食产量、粮食季节收获，还是代表性农作物产量
都维持在十分稳定的高标准。正是由于粮食产量的高产，使得近几年我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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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９０％以上，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粮食总量基本平
衡，人口基数大并未构成粮食安全的重要威胁。相反，即使应对２０２０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粮食安全危机，虽然与之前粮食出口量相比有所下降，但２０２０
年中国粮食出口量为３５４万吨，粮食出口金额也维持在２０．２６６４亿美元。① 这
说明，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国家，中国粮食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
食短缺危机，也带动了我国对外粮食产业经济链，抓住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
利于调节粮食进出口供需平衡。特别是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组织倡导的粮食
援助计划，通过粮食捐赠、粮食技术援助、粮食企业投资等形式进行人道主义
救助，有利于树立国际权威，并发展为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关键领导力。

粮食援助并不是我国独有国际行动，美国一直是早期粮食援助计划的推动者，

但更多是“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出发点在于解决农业机械化运动带
来的剩余价值流动。从我国参与国际粮食援助计划来看，我国已经从粮食受
援国向粮食援助国、从净引资国向净投资国转变。② 例如，中国与世界粮食计
划署（ＷＦＰ）合作对南苏丹提供粮援，实施学校膳食计划。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国政
府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对非洲五国提供紧急粮
食援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受到疫情和蝗灾影响的有关国家提
供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支持中国企业与粮食计划署合作在华设立临时仓库。

此外，我国还积极引导向非洲等粮食欠发达地区传播粮食种植技术，通过在东
道国设立跨国粮农企业带动当地粮食经济发展。国际人道主义救济是塑造国
家形象的有利路径，也是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应有之义。从中国粮食援助实
施效果来看，虽遭受部分国家质疑，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

从制度供给角度来看，粮食安全治理平台的分散化为我国粮食安全治理
提供了更多参与渠道，多利益攸关方共治趋势也激励我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
涉外粮食安全治理实践。从参与多边粮食安全治理平台现状来看，中国积极
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等政治会议，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与农业投资贸易合作
展开政治对话，积极利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农业合作。例如，除《东盟
一体化粮食安全框架》《东盟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外，

２０２０年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旨在建成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自
由贸易区。协定签署国既包括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家（如越南），也包括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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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大国，通过打破贸易壁垒，以贸易促进粮食供需安全。同时，在治理主
体上，中国开辟了以多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粮食安全民间外交。在疫情之下，

民间组织等主体发挥了粮食安全风险应对的重要作用。从“流言”与“政争”的
应对来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社交平台建立包括高官、企业家、社会活动
家等各界精英在内的网络社群，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为了让肯尼亚各界了
解和认识中国防控效果和全球疫情发展，总商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国内疫
情报道同步翻译成英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向肯尼亚民众如实展现了中国防
疫“透明”“高效”的形象，突出了中国“以人为本”的基本防控原则。① 媒体传播
的软权力有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我国严重偏见，从而调整对华粮食政策。此
外，为应对粮食等物资短缺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机构针对民间组织发起了专题问卷调查，以便开
展相关研究。物资的捐赠和调配是此次疫情初期的明显短板和社会痛点。民
间组织积极响应抗疫需求，据统计，５０家机构募捐和配送了总价值３１８０万元
的物资。其中，２５家社团组织承担了大部分落地工作，共募集、配送近２４７９万
元的物资，占比超过３／４。② 可见，在治理机制选择上，中国的官方外交、半官方
外交及民间外交都具备一定的经验。

当前，国际领导力具有多极化特征，部分国家或地区领导力的弱化也为我
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间。２０２１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
告》将“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纳入其中，彰显后疫情时代中国依然将粮食安全作
为重点发展对象。中国正处于深度参与国际关系，塑造国际形象与承担大国
责任的历史征程之中，作为最大的人口大国，深度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也是
我国发展应有之义，结合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趋势，中国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可能的路径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性粮食安全治理平台政治议程，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机制变革。首先，为缓解国际组织治理资金来源压力，中国应自发根据国家
财政实力或动员重要经济体进行治理资金捐赠。由于联合国粮食治理组织大
多是公益性质，资金链不如国际经济或金融组织充裕，中国可以作为桥梁纽
带，促进国际组织间的互帮互持。中国应积极响应各治理组织合作倡议与计
划，除此之外，还可以参与到更多国别战略计划中去。例如，联合国世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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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泽壮、匡泽玮：《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
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例》，《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５１—５５、１２２—１２３页。

俞建拖、夏天：《民间组织在新冠疫情下的担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ｒｉｅｆ．ｏｒｇ．ｃｎ／ｎｅｗｓ－
２４１７８．ｈｔｍ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１。



计划署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新的粮食发展项目，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的有利路径。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性粮食安全组织会议，并主动提出议
程设置。应该在当前较为综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粮农组织提出
的四维度目标基础上不断拓展评估指标。例如，人口安全与自然维度安全相
关联目标较多，生物安全、金融安全等新兴粮食安全维度对应目标集需要得到
补充。此外，应该及时更新具体目标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单位农药减持
率）、节约目标（浪费率）等都可以纳入其中。再次，为克服各自为政的孤岛治
理模式，中国可以提出专业化整合具体建议措施。例如，对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国下的组织结构分散性而言，可以提出机构重
组方案，采取吸收、合并或者共用秘书处增进协同等。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经
过改革，设立“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作为下属负责科学与决策之间
协调的机构，在多利益攸关方包容性上更具经验性。就私主体部门、第三部门
契合到粮安委构建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来看，包括三种具体嵌入选择路径：结
构型嵌入、关系型嵌入和规范型嵌入。①

第二，推进更坚实有效的区域机制建设，利用地区共识打造包容性粮食安
全治理多边平台，并逐渐扩大粮食安全合作范围，以防止单边霸权主义通过地
缘性嵌入进行粮食安全遏制。通过多边主义实现粮食安全将是不可阻挡的发
展趋势。周边国家和地区依然是中国粮食安全合作的重点选择，例如我国与
东盟国家建立起了粮食安全区域合作机制。除与传统东南亚国家构建粮食合
作伙伴关系、扩展粮食运输渠道以促进粮食安全便利化外，中国更要注重与域
外大国关系互动，特别是加强中美、欧洲国家间粮食关税、粮食安全技术经验
合作。诸多大国粮食安全区域治理机制平台已然产生，中国作为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体系中的大国，为避免大国集团对全球粮食安全政策的话语垄断，与美
国、欧洲重要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中国在推动发展东
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同时，又要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等其他国际重要区域合作平台。此外，为促进粮食安全政治联
盟继续成长，应该与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增进利益交汇，积极
参与非洲联盟《２０６３议程》等外部治理议程，贡献外部政治参与力与决策智慧。

同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依然存在大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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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构性嵌入指行为体在网络治理中所处的位置，包括咨商地位（一般咨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观
察员地位，身份地位差异以激励粮食安全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关系性嵌入指网络治理中行为体间的联系
强度，包括项目合作关系、签署备忘录等形式；规范性嵌入指对核心价值规范的认知、融入和适应。李昕蕾：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９１—１１６页。



白，应该利用“澜湄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现有平台，①进一步处理好
农业用地领土纠纷、粮食贸易壁垒等问题。中国应该利用好“自贸区”改革的
良好背景，在我国设立亚洲贸易便利化区域，带动周边国家发展并构建国际粮
食便利化交易中心，逐渐实现粮食市场定价机制美元化到多元化。
第三，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统一规则制定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粮

食法律秩序。首先，中国需要加强推动粮食规制治理标准统一化进程。从国
际贸易以及统计学角度，鼓励各国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统一标准和
概念的界定，并以清单形式增强透明度。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人权组
织对“粮食权”等标准讨论，②推进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加
强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情况条款构建，建立以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定性为中心
的外部链接条款，防止贸易管制的滥用。其次，中国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基本
原则，推进新的粮食安全治理规则谈判，提出并确立普遍适用低标准协同化全
球规则范式。共同适用的低标准协同化旨在维持全球多边粮食合作框架稳
定，寻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单独自愿加入的高标准规则旨在考虑部分国家不
同的利益诉求，只有构建包容性的制度框架才能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的正
常运行。此外，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出可行的粮食
部门改革方案。构建相对统一的出口支持规则，减少绿箱、蓝箱滥用，以符合
国情的基期为最低标准，并将“敏感”和“特殊”产品的范围另设条款规制。对
于被滥用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第２１条，中国应该坚持有限制的国家安全
例外，提交国家安全例外的具体清单。具体包括粮食公共安全例外紧急状态
应该以国际组织发布国际紧急标准为考量、保证粮食公共安全例外可仲裁性、
援引粮食公共安全例外损害可补偿性等。
第四，主动履行大国国际责任，深化粮食安全援助计划与细化援助内容。

扩展粮食流通网并对国外粮食产业投资，从粮食流转到深化参与当地产业链，
完善公共投入体制，拓宽融资渠道，改进海外农业投资。③ 加强实行东道国和
母国对跨国粮商的共同监管模式，以实现国际粮食地缘供需平衡并发展我国
对外粮食产业经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一直坚持粮食援助计
划，粮食援助计划不是单纯“过剩品”的转移，而是能够促进被援助方粮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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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于宏源、汪万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１３２—１５１页。

粮食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最先由《世界人权宣言》确立，随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
公约中都体现了粮食权的人权属性。参见Ｋｅｒｓｔｉｎ　Ｍｅｃｈｌｅｍ，“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Ｆ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Ｎｏ．５，２００４，ｐｐ．６３１－６４８。

何昌垂：《粮食安全—世纪挑战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全面发展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基本粮食需求援助，通过粮食出
口贸易、捐赠传统手段缓解粮食紧缺国家现状。其二是农作物物种援助，将杂
交水稻引入非洲，以粮农作物品种改良实现援助。其三，农业科技援助。中国
应该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粮食合作原则，帮助弱势国家实现粮食
独立，以农业投资项目、农业技术分享与转让为路径，兼顾“治标”与“治本”。

其四，粮食交通运输援助。实现粮食运输互联互通，开拓海陆空多线发展。中
国企业通过域外高铁等道路建设，可以带动粮食跨境运输发展。其五，粮食产
业发展援助。为缩短粮食产业结构发展周期，吸收国外粮农企业投资，实现经
验、技术等共享，应该改变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领域的重点，将粮食单纯运转过
渡到依靠当地生产资料、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上。此外，就中国参与
对外投资的粮农企业而言，除了遵循东道国基本法律，接受当地政府管制外，

更应该加强母国协同监管，共同完善运行和管理体制。粮食援助计划需要具
体分析双方需求，在大多国家不缺粮资情形下，更多考虑具体的短板进行双方
合作。

第五，继续深化粮食民间外交与互动网络关系构建，坚持多元主体引进来
安全审查与多轨制粮食公共外交走出去双轨并进，以增强中国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民主力量，并分散官方参与的政治压力。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粮食治理
主体不同，当前的治理重点是把现有的结构主体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扩大和
活跃的广泛主体网络结构。① 但非国家主体参与粮食外交并非一蹴而就，依然
具有资金不足、法律支撑不够等困境。为保障主体参与正常秩序，需要从引进
来与走出去两个视角进行协同规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纳入立法议程多
年，但依然未出台。在将来制度构建中，考虑到外来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
在粮食安全治理中冲击力增大，应该坚持“全过程”监管，从市场准入监管机
制、市场运行监管机制、市场退出监管机制多方位进行适当规制。当然，在规
制的同时，也应该非歧视地对待外来多利益攸关方，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制
定公平的粮食对外贸易竞争政策，促进其与国内粮食产业进行良性互动。在
接纳与吸收外来主体同时，应该发展我国粮食公共外交。打破国家层面的粮
食官方外交垄断局面，积极推进我国粮食治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参
与到国际粮食治理机制中，形成官方的、半官方的多轨粮食公共外交，从议题
对话、方案提交等路径发挥多元主体塑造我国粮食国际话语权的优势。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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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ｉｅ，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ｍ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Ｏ'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ｕｒｉｅｒ　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７９－１９１．



法保障外，中国也需要构建和创新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路径，

包括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援助项目中、与非政府组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或
协议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营商环境下，为避
免与发达国家在市场高地的直接利益产生冲突，应该充分利用与中国有良好
政治合作关系的投资市场作为输出地，如《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２００３年７
月）《２０６３年议程》（２０１５年４月）等文件明确了农业与粮食安全是双方优先合
作领域。

第六，打破粮食生产知识和信息壁垒，构建大数据为基础的公共事件粮食
安全跨国监管预警机制，以预防和减损公共因素所致跨境粮食安全风险。大
数据具有瞬时流动性的基本特征，能够打破领土边界，及时实现跨国信息共
享。站在整个农业行业角度来看，信息化、数字化的需求也非常紧迫。２０１９上
半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发表的《数据革命还未触及农业》一文中提到，虽然
数据革命发展迅速，但尚未涵盖所有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还没有
完全享受到数字化的便捷。我国农业生产正逐渐向集中化、适度规模化和产
业化发展，而农业产业化需要从原来的粗放式、经验式的生产方式向数字化、

科学化转变。此外，在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ＨＬＰＥ）报告中曾提议，

支持制定一项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国际数据采集的数据共享机制。① 为
全面且及时应对复杂的粮食安全风险，还需要通过大数据实现公共事件粮食
安全跨国监管预警机制建设。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美元波动、大片虫灾等国
际性因素挂钩，因而需要建立起跨国大数据粮食安全监测数据共享，为我国的
政策制度、紧急应急制度建设提供信息来源。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与主要大国
以及周边地区开展粮食安全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在粮食安全数据共享监管标
准上实现协同，平衡好粮食安全数据共享与本地化措施的矛盾，从而提高应对
粮食安全风险的预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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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３／ｍｅ４２１ｅ／ｍｅ４２１ｅ．
ｐｄｆ，２０２１－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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